透视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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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一旦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贪婪就像洪水一样将你淹没。”“别人有求于我，我替别人办事，别人送钱感谢我，我认为在情理之中。”“被留置之后，我没睡过一个好觉，每天一醒来就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噩梦，从云端掉进了峡谷。”……
　　今年以来，多位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录内容被公开曝光。反腐高压态势下，这些干部为何依然置党纪国法于罔闻，最终落得身陷囹圄的下场？
　　在公开曝光的忏悔录中，“理想信念出了问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正所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初心迷失、思想蜕变等主观因素，是党员干部腐化堕落的根本原因。走上领导岗位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原党委委员任杰灵把入党时的承诺完全置诸脑后，任由奢靡成为生活的主旋律，“能数出来的名牌商标比知道的党纪条规还多”。在忏悔录中，任杰灵写道，由于自己平日里不注重政治理论学习、不注重世界观改造，造成信仰缺失、道德缺失、思想颓废。
　　理想信念是党员干部的精神之钙，学习教育则是预防“软骨病”的有效药方。一些单位在干部教育上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流于形式，导致走过场、搞突击等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干部连学习心得体会都让他人操刀代笔，职位升上去了，政治意识、纪律规矩意识却还在原地踏步，甚至不断退化，无法与职位要求相匹配，最终酿成大错。
　　梳理发现，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是导致党员干部坠入违纪违法深渊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至2018年，海南省东方市水务局原局长张渊利用职务便利对项目招投标、议标进行暗箱操作，非法收受他人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22.65万元。在忏悔录中，张渊写道，作为水务局的“一把手”，局里的工程招标全是自己一人说了算，没有人能管得了，自我约束心理渐渐消失，最终倒在商业贿赂之中。“我用血的教训告诫人们，对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必须加以制约监督。试想，如果我没有权力，不是一人说了算，那些老板商人还会如苍蝇逐臭般地向我行贿吗？”
　　领导干部大搞一言堂，亲清不分、政商勾结现象依然突出，暴露出部分单位在权力运行、制度执行方面存在操作空间，为利益输送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土壤。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表示，“熟人圈”腐败是顽症，亟需标本兼治：“既要下狠手‘打虎拍蝇’和严惩行贿者，又要弥补制度漏洞，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构建优良的政商环境。”
　　迷信所谓“人脉”，倒在官场“潜规则”上的干部同样不在少数。商人苏洪波利用云南省委原书记秦光荣等人谋求升迁心理，将自己包装成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成为在选用干部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地下组织部长”，导致云南政治生态中歪风横行，山头主义和帮派现象突出，用人导向严重扭曲。秦光荣在其忏悔录中反思了自己违背党的组织路线、拿组织原则做交易，导致选人用人不良风气盛行的恶果，承认了自己想通过苏洪波攀高枝、谋取更高职位的愿望。
　　“应该相信组织，不要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寄托在某些能够‘通天’的个人的身上。”云南省委党校副校长、省行政学院副院长欧黎明评价。时至今日，仍有部分领导干部没能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惯于与“有后台、有背景”的朋友在酒桌上谈笑风生，任由山头主义不断滋长。错误的、带有私欲的出发点，令其不断偏离正确航线，最终被自己一手打造的不良政治生态所反噬。
　　此外，还有干部放松了对家庭成员的教育，甚至授意家人借自己名号收受财物，大搞家族式腐败，造成恶劣影响。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苏利冕坦陈，从违规经商，到收受礼金礼卡，自己的家庭成员都或多或少有所参与，“特别是我儿子参与其中的程度较深，从小逢年过节收受礼金礼物，到国外读书收受老板赞助的零用钱。回国后经商办企业的本事没学会，而我的不良习气却在他身上暴露无遗。”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江西省委原书记苏荣也曾在忏悔录中写道：“我家成了‘权钱交易所’，我就是‘所长’，老婆是‘收款员’。”据了解，苏荣全家共14人因腐败涉案，人数之多为近年来所罕见。
　　上梁不正下梁歪，“父子兵”“夫妻档”式腐败，体现了家风建设的重要性，对家人亲属不严加管教约束，助长特权观念、享乐奢靡之风，到头来只会害人害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认为，“不好的家风，会导致权力滥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权力寻租现象加剧；会助长行贿、涉黑等违法犯罪行为；会毁掉干部、毁掉家庭。”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干部的堕落轨迹并非直线下滑，而是呈现出由小到大渐近发展的特点。在重庆市黔江区政协原副主席张翼林的忏悔录中，贪欲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得到了全面展现：“我到中心医院工作不久，一个医疗器械商人到我办公室送给我8000元红包，相当于当时职工一年的工资。尽管收到红包不安了很长时间，我却一直找理由安慰自己，几个月后看到没什么事就把钱用掉了。”从此，张翼林对“老板们”送的财物渐渐习以为常，收受的金额越来越大，心态也变得越来越心安理得，完全丧失了底线。分析自身违纪违法原因时，张翼林说：“我比较强势，没有人来批评我，我也不喜欢有人来批评我，说我不对。”
　　在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韩振峰看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优化党内政治空气，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空气清洁剂”。然而，一些党组织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时过于随意、平淡，不愿批评、不敢批评，更有甚者常年不开展党内生活，令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无法及时得到纠正，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针对上述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中暴露出的问题，各地纪委监委积极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求，以案明纪、以案促改，在制度建设、干部教育等方面发力，不断拧紧纪法螺栓。江西省纪委监委运用省生态环境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曹永琳严重违纪违法案，以视频形式面向全省生态环境系统3700多名干部职工召开警示教育大会，并督促该厅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刻查摆问题，逐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云南省纪委监委坚决肃清流毒影响，严把选人用人关，建立健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工作责任倒查追究机制，明确在党风廉政意见回复中隐瞒或夸大事实、弄虚作假、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而造成审核结论失实的严肃处理，精准识别“亚健康”干部，防止干部“带病”提拔。
　　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向力力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案为镜鉴，湖南省纪委监委启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政商交往行为，着力发现党员干部与商人老板不正常交往的情况，及时教育提醒，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湖南还坚持正面模范、反面典型相结合，推动廉政警示教育制度化常态化。”该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省依托监狱、办案场所设立18个廉政警示教育基地，创立伟人故里等64个廉政文化示范点，并先后拍摄11部警示教育片，持续发挥“示范”“警示”典型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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